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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從Bourdieusian女性主義角度出發，以男性家暴諮商經驗為

例，說明男性內部的階級「差異」如何再製，以及階級權力的運作邏

輯。家暴經常被視為是「工人階級男性」才有的實踐，透過此凝視，中

產階級得以維持其優勢與正當性；但是如果「中產階級」男性被冠上家

暴的罪名，就會被認為像工人階級男性一樣無知，其原本受人尊敬的階

級特質則會因社會場域的轉移，成為讓人詬病的原因，因此這類男性會

經歷「衝突／矛盾」的權力關係。透過此分析，本文挑戰單一、刻板的

家暴男性形象，跳脫本質化的階級分析，用以解釋中產階級特質對家暴

男性既是「資產」（聲望）也是「負債」（污名），並非是定著的特

質。

關鍵詞：Bourdieusian女性主義分析、家暴男性、情緒管理、階級、性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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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group observation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authors 

discuss how the intersection of class and gender manifests in the counseling 

experiences of domestically violent Taiwanese men. The authors use a 

Bourdieusian feminist approach to analyze how class distinctions within 

gender are (re)produced and the power logics underlying such distinctions. 

The nature of domestically violent men is inscribed with meanings of 

(working) class specificity for maintaining middle-class ‘purity’. In its 

analysis of men’s multiple and conflicting experience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research on domestically violent men by challenging the monolithic and 

stereotype of male abusers. It also rejects the essentialist approach to class 

analysis through a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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杄一、前言

現有的家暴研究，大多只局限於對受暴婦女的探討（唐文慧、王

宏仁 2011; Ristock 2002; Russo 2002; Sokoloff and Dupont 2005; Sokoloff 

and Pratt 2005）。換言之，現有家暴男性研究仍以性別政治為主，聚焦

對「性別壓迫」的分析，將家暴視為是父權體制存在的有力證據。譬如

Edwards（1989: 24）批判「為何家對男人而是一個最安全的堡壘，但對

女人來說，卻是最危險的地方？」；Dobash and Dobash（1992: 2）指

出，「當家暴發生，男人通常扮演施暴者的角色，而女人則是受暴的一

方」；Kimmel說明家暴事件即便男、女雙方都有動手，但「女人主要

是為了要避免更多傷害，而男人乃是要確保他的規則，可以在家被完全

遵守、服從與接受」（2002: 04）。Connell主張暴力雖然不為社會所接

受，但如果男人以暴制「暴」（尤其是「教訓」不聽話的女人），維持

他身為男人的地位，卻是父權文化所默許的（2002: 94）。

上列觀點除了反映現有研究對家暴男性的特定想像外，也反映出性

別政治仍是研究家暴男性最主要的分析脈絡（王美懿、林東龍、王增

勇 2010；Dragiewicz 2011），這些研究雖成功批判父權結構，卻也因

主張性別之間的對立（dom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 between gender），

簡化性別內部的差異與背後的階序關係（hierarchal power relation within 

gender），導致只看見性別壓迫，卻忽略其他社會關係的運作，例如階

級，並對家暴男性做出過度單一的性別化想像。

近年來有些學者開始強調階級在探討家暴男性的重要，包括不同階

級男性在家暴行徑上的差異，以及階級如何影響男性解釋自身的家暴行

徑。Anderson與Umberson（2001: 327）研究中產階級家暴男性時，他們

會強調事業成就，說明自己是盡責的好丈夫／父親，不該只被當成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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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的「壞男人」；工人階級男性利用身體與肢體暴力（如打架），捍

衛尊嚴、解決所遭遇到的挑戰，並建構出屬於工人階級的男子氣概。然

而Anderson與Umberson仍強調對立的性別關係，較少著墨家暴男性內部

彼此的權力互動。為了維持階級差異，過去的這些研究本質化了階級內

部經驗，無法解釋階級化的性別展演，會因對象與社會場域的不同而做

出改變。

Schrock與Padavic（2007）分析家暴男性成長團體中「霸權陽剛特

質」的建構，說明家暴男性如何與中產階級的性別價值做出協商與對

抗。換言之，中產階級的性別價值（像是提倡「理性」的情緒管理、以

及平等的性別關係），雖在家暴課程設計上扮演重要角色，希冀成員透

過學習特定行為模式，改善自身問題，避免親密關係的衝突；然而家暴

男性則透過提倡「假性」平權（“pseudo egalitarianism”）、強調經濟貢

獻、拒絕情感流露、附和理性自控等策略，試圖抗拒改變，繼續維持對

（女性）伴侶的壓迫。但是Schrock與Padavic強調不平等的性別關係，

以及男人一致的性別優勢位階，除了無法解釋家暴男性間的差異，也

因主張成員與中產階級價值之間的對抗，忽略挑戰階級差異的建構機制

（與背後的權力關係），以及家暴男性，如何透過迎合（而非單只是對

抗）中產階級價值，獲得他人尊敬，並邊緣化無法做到此性別展演的其

他男性。

這裡必須說明，本文並非反對從家暴找出不公的性別結構，但我們

認為如果只從性別政治看家暴男性，至少有兩點侷限：（1）首先，強

調男人宰制／女人受支配的權力圖像，不但簡化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實

作，也常為了強調「性別規範」（normative aspects of gender），讓分

析成為二元對立的「套套邏輯」（“dualism” and “tautology”, Miller 2002: 

437-441）；（2）其次，強調二元對立的性別關係，容易本質化性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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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差異經驗，無法解釋男人彼此的衝突、矛盾與相互競爭；更重要的

是，如果漠視家暴男性內部的差異經驗，也無法進一步揭露，單面向家

暴男性刻板形象背後，階級的權力運作，並將家暴與工人階級男性畫上

等號。

因此，本文將透過觀察諮商課程中，專業人士與家暴男性，以及成

員之間的互動過程，找出階級如何在男性內部位階的運作邏輯。我們將

以下列三種方式呈現不同男性之間的階級權力運作：

（一）階級的價值，如何再製性別內部的階序關係：本文說明家暴

男性透過符合中產階級的情緒展演，贏得他人尊敬，但同時也「邊緣

化」無法做到此性別展演的男人。換言之，在家暴男性的諮商過程，

「情緒管理」（也就是有效控制自我負面情緒，以及正向的溝通技巧）

並非人格特質的展現，而是中產階級的所認可的價值。階級的疆界如果

要能清楚被看見，「良好」的情緒管理則提供直接的觀察條件；此觀點

同時也說明了：男人如何同時經歷「宰制」與「受宰制」的性別位階，

跳脫「本質化」的階級角度去解釋家暴男性經驗，並挑戰二元對立的好

／壞男人模式。

（二）階級關係需坐落在不同社會關係理解：「階級化」乃是「相

對比較」的過程，中產階級的性別價值，在比較的過程經常成為衡量的

準則，並決定了：「相對誰」而言，什麼樣的男人，在何種特定社會情

境下，受人尊敬。此觀點說明「階級關係」並非是靜態的，會因對象與

場域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三）主流中產階級價值觀的正當性是透過凝視他者而確立：

透過分析「家暴如何被看成『做工的男人才會打老婆』」（how the 

gendered nature of domestic violence is inscribed with a meaning of class 

specificity），來探討被冠上家暴罪名的中產階級男性，如何被認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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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階級」一樣。透過階級的凝視，家暴男性被認定不會是中產階

級；如果男人會家暴，那他一定是像工人階級一樣（無知）。藉由階級

的「排外／排壞」條款，否認家暴男性為中產階級的可能性，優勢階級

也得以繼續保有自身的階級正當性。

接下來我們將介紹本文的主要理論脈絡，解釋Bourdieusian女性主

義分析如何從階級差異，探討性別內部的階序關係，並從矛盾與衝突，

看見階級與性別交織的軌跡。

二、階級與性別內部階序：　　　　 
　  Bourdieusian女性主義階級觀點

（一）「階級差異」與「性別階序」

宰制階級的「品味」標準，不但「理所當然」成為社會上行

事的準則，也用來宰制階級的「品味」標準，不但「理所當

然」成為社會上行事的準則，也用來進一步用來區分自己與

「他者」的不同，然而「好」品味背後，乃是階級審視的眼光

（Bourdieu 1984）。

雖然Bourdieu過於結構主義的分析常飽受學者批評，但他分析階

級差異背後的權力關係，也帶給女性主義學者很大的啟發（Adkins and 

Skeggs 2004; Illouz 1997; Lawler 2005; McNay 1999; Skeggs 1997）。

Bourdieu主張經濟因素與物質條件，雖是解釋階級不公的最終準則，但

階級的遊戲規則，乃是以文化的形式呈現。換言之，Bourdieu提出宰制

階級如何將自身實踐，解釋為「理所當然」的「正確」實踐，並在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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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俱來」的「好」品味掩飾下，成為社會大眾應所尊崇的普遍實

踐。因此所謂「好／壞」品味的背後，乃是宰制階級的「文化偏好」，

藉此用來區分自己與「粗俗」他者之間的差異，進而鞏固自身的優勢與

正當性。

因此，相較於中產階級女性「符合常規」且「受人尊敬」的性別

展演，工人階級女性的性別實踐，便令人感到嫌棄、俗不可耐（Lawler 

2005; Walkerdine 1998）。透過階級凝視的雙眼，以及對「他者」的不

公想像，宰制階級得以倡導自身值得仿效的性別價值與實踐，說明自己

與他者的不同，藉以邊緣化無法達此行事標準的他者，並合理化階級的

不公規訓。

階級污名的烙印是如此沉重，指控不但嚴厲且讓人難堪，導致許多

工人階級（女性）不願提起自己的出身。因此當工人階級女性在面對階

級不公的審視時，中產階級受人尊敬的性別展演，則成為她們值得模

仿但卻不易做到的因應策略（Skeggs 1997）。值得模仿，乃是因為當

工人階級女性被（誤）認為是中產階級，就可以不用再背負階級的污

名；不易做到，則因要能舉止嫻雅、受人尊敬，先須熟知「正確」的知

識，能夠對自己的作為感到自信無誤，乃是中產階級的特質（Bourdieu 

1984）。

然而，工人階級女性在模仿的過程中，不但要擔心自己畫虎不成反

類犬，害怕因露出馬腳而受到中產階級的嘲笑，同時也要顧忌來自於同

儕對自身所謂「裝腔作勢」的指責。在這與上（中產階級）跟下（工

人階級）的矛盾比較過程，說明了所謂「階級的情感政治」（Skeggs 

1997），也解釋了工人階級在面對宰制階級的價值，可能會感到「欣

羨」與／或「忿怒不公」。再者，藉由模仿的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到被

污名化的他者，如何憑藉「仿傚」（mirror and clone）支配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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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彌補自身位階上的不足，同時也再製了宰制階級的價值（Puwar 2004: 

128）。

綜合以上，有兩點重要的分析面向值得進一步探討。首先，「負

面」的價值與性別污名，如何透過階級的凝視，「烙印」（inscribed）

在他者身上，並藉由看似「自然」（natural）且「明顯」（apparent）

的差異，來維持不公的階級待遇（Skeggs 2004）。因此，我們須進一步

問：階級凝視的運作機制為何？它維護了誰的利益？其次，對「自我價

值」的界定，乃是透過與他人「相對比較」後所產生的感受，感覺自己

比別人（不）好、或（不）值得，而中產階級價值在比較的過程，「理

所當然」成為衡量行事的準則。

（二）階級化的性別是一個「相對比較」的過程

Bourdieu（1989）認為，透過「好／壞」品味的區分過程，可以再

製宰制階級的價值，但在「區分」（differentiation）的過程，也有衝突

與矛盾。前文提到個人對自我的認知，乃是透過與他人「相對比較」

後的感受；比較的過程，透露出個人的立場與價值，也產生對他者的

（不）認同。藉由區分自己與他者的差異，也界定個人所屬的社群（我

們是有教養的中產階級，不像他們是沒文化的工人階級）。然而在這

「相對比較」的過程，宰制階級雖致力壟斷文化發言權，但是被支配者

也會不斷利用有限的資源，找尋可能的權力縫隙，掩飾自身污名、彌補

被邊緣化的位階，並試圖與主流價值作出協商。換言之，階級文化是充

斥著不斷的爭戰與對抗。

Bourdieu進一步強調「場域」（field）內部權力各自獨立運作，各

場域的價值，也非一致、相互呼應，因此場域之間的移動，則會產生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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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相互競爭的權力關係，在面對差異的結構價值，個人也會感到衝

突與矛盾（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舉例來說，中產階級相對於

工人產階級，雖能享有階級上的優勢，但即便同樣是中產階級，相對

於白人男性，白人女性容易受到性別壓迫，黑人男性則會面臨種族歧

視；性別之間的宰制關係，也會因加入種族因素，而產生更多不確定。

這些權力之間的互動，會因著階級差異而更顯矛盾與不一致（Wilkins 

2012）。

Bourdieu雖看到權力場域之間的衝突與矛盾（1984: 56, 173），但更

強調跨場域連貫、持續的、具相互親近性的文化展演（“stylistic affinity”, 

Bennett, Savage, Silva, Warde, Gayo-Cal and Wright 2010），導致對社會

趨動力的解釋，遠大過能動性的說明。因此Bourdieu（1984）描述下的

主體，通常過於社會化，他的理論雖說明了個人行動背後的結構成因，

但不容許個人對自身行徑持有解釋或存疑（Jenkins 2002: 97）。

因此Bourdieusian女性主義學者首要面對的課題，便是克服Bourdieu

過於結構性的詮釋，並找出結構限制下能動性的展現。Skeggs（1997: 

93）指出，面對階級不公的凝視，積極「仿效」中產階級的性別價值，

並非「被污名化他者」的唯一回應。英國工人階級女性一方面雖對中產

階級女性的性別價值心生羨慕，但在面對中產階級質疑其階級背景而必

須努力不漏痕跡地隱藏身份，以便「應對過關」（passing）過程中，也

深感階級的不公待遇。換言之，工人階級女性在與中產階級「相對比

較」的過程，對其性別價值並非照單全收，而是矛盾地同時感到「欣

羨」與「憤怒不公」。透過對中產階級性別價值的「不／認同」（dis-

identification），工人階級女性得以建構出屬於自身階級化的性別價值，

並留下可能的抵抗空間（Adkins 2003）。

相較於Skeggs主張工人階級女性能動性的展現，McNay（1999）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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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女性在不同場域間移動，因遭遇衝突、矛盾的權力關係，所進行的反

思。舉例來說，職業婦女並不會因為生產後投入職場，而減輕其母職

（情感／照顧）責任；反倒是職場上的要求，常與「私領域」對女人的

期待「格格不入」（lack of fit）。因此性別實踐，乃是「相對比較」不

同場域中的性別價值，以及個人與多重、矛盾權力關係的協商過程。然

而，與其主張「解放」（emancipation）或「束縛」（domination） 為協

商下的結果，McNay更強調協商過程中的「斷裂、衝突和重疊的多重權

力關係」（1999: 113），避免簡化複雜的結構困境，再製二元對立的性

別模式，忽略／誇大能動性展現。

Skeggs的文化研究與McNay的社會分析，對Bourdieu理論脈絡提出

不同的詮釋與修正，但兩者仍有共通之處：首先，性別的建構乃是相對

比較的「過程」。不管是Skeggs主張「階級化的性別」為「不／認同」

的矛盾建構關係，或McNay強調性別實踐為場域間「衝突」、「矛盾」

權力的協商，他們都主張，不該將權力關係視為一成不變，而是相對比

較的動態協商過程；再者，藉由比較的過程，可以看見性別與其他社會

關係相互交織，進而改變其原本二元對立的性別模式，並從內部的差

異、衝突與矛盾，解釋交織的權力運作。

奠基於此，本文將從家暴男性「矛盾的性別位階」（contradictory 

gender positions），提出兩點分析：（1）我們將解釋家暴男性如何藉

由中產階級的文化資本，在諮商過程贏得其他成員的尊敬，但「同樣」

的階級符碼，卻也因場域、對象的轉換，成為讓人詬病的原因。換言

之，我們主張「階級化的性別」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相對比較」的過

程，透過階級的凝視，中產階級的性別價值在比較過程，「理所當然」

成為衡量的標準，並決定：在何種特定社會脈絡下，誰會成為不／受人

尊敬的男人。（2）藉由分析家暴男性如何從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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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變成讓人輕視的「階級化他者」，我們進一步解釋階級凝視如何

他者化家暴男，以維持中產階級的價值優勢。家暴男性常被認定是心理

有問題、情緒管理不良的工人階級，因此「中產階級」家暴男性，便造

成「鑑定」上的矛盾與衝突。然而階級的界線，不會因矛盾而消失，反

而更加明顯。Sara Ahmed（1999: 96）指出，即便出現「模稜兩可」的

身分（ambiguous identity），讓辨識的過程產生危機，但同時也清楚看

見現存的價值體系：「如果她不是原住民，她（古銅色）的皮膚一定是

曬出來的，那她一定是（中產階級）白人。」換言之，主體當下雖無法

輕易透過單一標準被歸類，但「命名」（naming）的過程，不會就此中

斷，取而代之的是相互競爭的多重社會關係，企圖清楚描繪出「他者」

的形象。

透過階級的凝視，家暴行徑被打上（工人）階級的烙印，讓專業人

士在家暴鑑定的過程，不但可以輕易區分出誰是家暴男性，更認定只有

工人男性才會打老婆。因此即便是「中產階級」男性，一旦被冠上家暴

的罪名，其（中產）階級「正當性」，就算沒有完全失格，也會立刻遭

到質疑或挑戰，其家暴行徑，更被用來證明他不是「真正」的中產階

級。簡言之，透過階級的凝視以及排外／排壞條款，中產階級不會家

暴，如果男人會家暴，那他「一定」（must be）是工人階級。因此，我

們的研究對象，不單單只是家暴男性，而是被當成「特定階級」的男性

看待。

因此，本文將說明（1）透過階級的凝視，家暴男性被輕易認定為

工人階級，而（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對他者的污名想像（如：「心智有

問題」、「情緒管理不良」、「失業、酗酒的工人」），也成為家暴男

性「顯而易辨」的特徵，進而合理化對家暴男性的規訓，鞏固中產階級

自身的價值；（2）我們將探討中產階級的價值，如何透過家暴男性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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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間的相互凝視，「再製」於諮商過程中。換言之，我們將分析成員

藉由符合中產階級價值的情緒展演，包括「自我情緒管理」與「良好的

溝通技巧」（Illouz 1997: 37-45；劉人鵬、丁乃非 1998），在諮商過程

中達到宰制的性別位階，成為受人尊敬的男人，同時也邊緣化沒有具備

此價值的「他」者。

本研究對現有家暴男性研究做出以下兩點貢獻。首先，回應學

者指出階級在家暴男性研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Schrock and Padavic 

2007），我們將具體說明中產階級的「情緒展演」模式、展演的先決條

件、以及背後的權力關係；此外，本文也解釋中產階級的價值，如何在

諮商過程中「再製」性別內部的階序關係。換言之，我們將透過分析不

同權力關係的操演過程，說明男人之間的差異、衝突與相互競爭，以此

挑戰本質化的性別思考模式。

以上討論主要介紹本文的分析概念，並說明理論脈絡與經驗研究之

間的關係。我們主張交織政治分析，應先從看見差異背後的階序關係開

始，並進一步從矛盾與衝突，解釋權力的運作。相較於二元對立的權力

思考模式，Bourdieusian 女性主義觀點讓我們從權力施展的過程，解釋

家暴男性之間的宰制／受宰制與相互競爭，也從挪用過程，看見衝突、

矛盾與可能局限，並解釋宰制階級的價值與權力的運作。接下來，我們

將說明本文的研究場景、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的過程，並對研究對象做

出進一步的介紹。

三、研究過程與方法

本研究下的家暴成長諮商團體，每周定期一次，於前身為精神療養

院的「健康醫院」上課。值得注意的是，「健康醫院」（主要業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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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之預防、與精神醫療人員訓練）的醫療性質，也說明了臺灣社

會與法律層面如何看待家暴男性。首先，臺灣「家庭暴力防止法」（以

下簡稱「家暴法」）自1998年成立後，同時通過「加害人處遇計畫」以

及「家暴諮商成長團體」等配套措施，用意在「⋯⋯對於（家暴）加害

人實施⋯⋯認知教育輔導、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輔

導、治療」（家暴法第1章第2條）。此外，內政部家暴與性侵防治委員

會於2007年公布執行家暴處遇人員資格條件與訓練課程內容，強調相關

從業人員應將「『加害人』視為病態或具人格問題」，（王美懿、林

東龍、王增勇 2010: 154；內政部 2007）。因此，相對於美國家暴防治

課程設計從女性主義出發（如“Duluth Model”, Schrock and Padavic 2007: 

626），臺灣家暴男性處遇計畫則從心理（諮商）治療的角度開始（成

蒂、余漢儀 2006；陳筱萍、周煌智、吳慈恩、黃志中 2004），企圖對

家暴男性做出危險評估，進而希望保護受害者（林明傑 2009；黃翠紋 

2005），也期待能夠成功「治療」男性加害人，避免家暴再次發生。因

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臺灣家暴成長諮商課程都設置於（精神）醫院，

而心理（諮商）治療的語言，則是鑑定家暴男性的主要方式（林世棋、

陳筱萍、孫鳳卿、周煌智 2007: 210-211）。然而從諮商與治療的角度

看待家暴男性，不但容易病理化家暴男性（王美懿、林東龍、王增勇 

2010），將情緒管理不良歸究於個人心智上的缺失，也容易將家暴男性

跟工人階級畫上等號，忽略家暴男性鑑定過程背後所鑲嵌的階級權力關

係。

本研究從2010年12月開始，連續6個月每周1次2小時（共50小

時），透過單位申請，直接參與觀察家暴成長諮商團體，並佐以一對

一個別訪談（平均每次約2小時，共18小時）。團體諮商討論，是由固

定的2名輔導員帶領，每堂學員總數不盡相同，取決於當下是否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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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加入，或者「畢業生」離開，但每次上課平均人數約8-10人。所有

的參與者都是家暴初犯，其中被控罪行包括對其婚姻伴侶言語辱罵或

肢體傷害。我們所觀察的16個家暴相對人，其中3人有犯罪前科（1位

毀謗，2位是肢體傷害），另外有5位在受訪期間已離婚（參見文末附

表）。

只有1名觀察對象是待業中，另外1名則持有殘障補助津貼，其餘成

員都有穩定的職業，其中包括：商業人士（包括外商高階主管）、基層

公務人員、自營商店者（漫畫店與水電行老闆），以及資源回收與建築

工人等職業。

文中資料分析主要來自於直接參與團體觀察。過程中不斷目睹成員

彼此的衝突與相互競爭，提醒我們在分析時，須強調「內部」的差異，

而非以本質化的立場，解釋男性成員的經驗。透過深入訪談，我們也看

到受訪者自身複雜且矛盾的人生途徑（如同時經歷創業失敗與成功），

這表示，我們不該將個人的社經地位視為一成不變的分析指標。

本研究也就部分觀察成員進行深度訪談。研究初期成員受訪意願不

高，因此筆者只能利用每次上課前、後空檔，一起聊天、抽菸，討論上

課情形，分享他們一週所發生的事情，傾聽他們抒發不滿的情緒，以及

不時擔任他們生活上的「張老師」。在一開始參加小團體時，筆者之一

都會給成員名片，上面留有聯絡方式。因為在學術圈工作，所以在參加

過幾次小團體後，有些當父母的成員會打電話詢問筆者有關小孩學習與

管教上的意見；也有比較年輕的成員會打電話談論他們生活上所遇到

（工作或情感上）的問題。經過三個月的「菸友」以及不斷釋出善意和

關心，逐漸與受訪者拉近距離。對受訪者的尊重，是拉近彼此距離的第

一步，就像阿強所說：「⋯⋯你（筆者）都記得我們的名字，每次都大

哥大哥的叫，叫到後來不給你訪都不太好意思（笑）⋯⋯」。此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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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心則是與受訪者建立信任關係很重要的一環，因為透過同理心，成員

可以清楚感受到我們願意傾聽的立場：「大家一聽到家暴，都有會有種

先入為主的觀念，覺得會打老婆的男人他一定有問題⋯⋯起碼你都聽我

們把話講完，不像上課的老師（輔導員），每次只要我們一開始解釋就

說我們固執、不願意改變⋯⋯」（阿順），以至於到了研究後期，不少

成員都願意接受訪談，希望藉由我們的研究讓他們的經驗被看見。

本研究也訪問帶領諮商（至少2年以上）的2位輔導員（女、男各1

名）。團體討論的過程中，經驗豐富的女輔導員負責教學進度與課堂秩

序，而男輔導員則是從事協助的角色，因此我們的分析擷取較多自女輔

導員與相對人之間的互動與對話。

為了保護學員隱私，團體觀察時，我們無法錄音，因此只能透過詳

細的田野紀錄捕捉諮商過程中的互動，同時也就當日課程以及課後與學

員私下分享的對話做出反思。所有個別一對一訪談錄音檔都已轉成逐字

稿，訪談前也先告知受訪者本文寫作的目的與錄音之必要性，以及在未

來書寫論文時，將以匿名方式處理，並提醒在訪談過程中，如感不妥可

以隨時要求終止。所有的受訪者都同意我們全程錄音。

在訪談與資料詮釋的過程，學術身分賦予研究者相當程度的專業權

威，但也因學術訓練提醒筆者要小心應對自身的研究立場，避免「再

製」對受訪者的不公審視（Skeggs 2002）。此外，本文的理論脈絡以及

使用詞彙，是筆者在特定學術脈絡下，選擇適合的詮釋與分析，企圖透

過安排田野資料，說明受訪者的處境，以及闡釋筆者的立場。

質性研究者並非企圖從研究發現歸納、簡化家暴男性的生命經驗；

分析也不是要強調所謂的「客觀」立場與「科學」方法，或系統性選擇

受訪者，並將其態度與回應視為有效的測量變數，用來驗證研究者的基

本假設（Dooley 1990）。反之，我們致力於從田野的過程，找出「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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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與「社會結構」之間的環結（“experience-structure links”, Crouch 

and McKenzie 2006: 491, 493），並透過分析這些經驗環節，進一步解

釋個人背後所承載的社會關係與權力運作（Smith 2002）。因此本文希

望經由家暴諮商的互動過程中，說明「階級凝視」的運作機制，如何透

過對他者不公的想像，以及特定「價值」的推崇，鞏固優勢階級的正當

性，同時合理化對他者的規訓，其中包括：（1）男人會家暴，一看就

知道：階級的凝視及其性別化的想像；（2）「良好的」情緒管理：實

踐中產階級價值；（3）如何成為不／受尊敬的男人；（4）抗拒／複製

污名：階級「反」凝視的可能與限制。 

四、男人會家暴，一看就知道：　 
　　階級的凝視及其性別化的想像

臺灣社會對家暴男性的想像不外乎「瘋狂莽夫」、「長期酗酒」、

「易怒暴躁」、「失業男性」等描述。然而Skeggs（2004）分析階級時

指出：主流社會對工人階級的文化「再現」，乃是中產階級的偏見，多

過於工人階級的文化經驗；透過污名化的過程，貶低他者同時，中產階

級也鞏固自身的價值。下文首先將藉由探討階級的凝視，說明專業人

士的「品味」與認知，如何成為判斷家暴的標準，並將家暴男性「粗

俗」、「骯髒」的外表，解釋為家暴成因；其次，我們也將從成員彼此

的相互凝視，探討男性相對人對其他成員階級化的（不公）性別想像，

以便區分自己與「他者」的不同，說明階級權力的運作邏輯。

在一次諮商過程，女輔導員提醒阿國（已婚，35歲，建築工人），

如果要學會有效的情緒管理，必須先從注意自己的外表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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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輔導員：你今天看起來不一樣喔⋯⋯不像以前一樣，髒髒的

就來上課。

阿國：老師，我之前都在附近工地作工，通常一下班就過

來⋯⋯。

女輔導員：我爸爸也是做工的啊，但他給人的感覺是乾淨

的⋯⋯我們學心理學的都知道，人穿衣服的方式不一樣時，說

話的態度也就會跟著轉變，人要是穿著乾乾淨淨，語言的使用

也會比較有分寸⋯⋯如果你在課堂上都穿成這樣，很難想像你

在家會是怎樣?要是穿得那麼隨便，那你說的話是不是就會像

你的穿著一樣粗魯，沒分寸呢？

女輔導員似乎認為穿著方式，直接可以反應人格特質，其認定的好

品味，不只透露出輔導員個人的偏好，更是用來衡量行為標準的「好／

壞」，工人階級的上班穿著是隨便的、不能進入公共場合的。因此阿國

口中的「工作環境」只是「藉口」，她所看到的「骯髒」外表與「粗

魯」行為之間的關聯，才是能夠有效解釋家暴的成因。然而當女輔導員

主張要學會尊重別人，必須先從尊重自己（的穿著）做起，卻忽略了並

非每個人都穿得起所謂的「好品味」，而且所謂的「好品味」，是她

（做為中產階級一份子）所習慣且認定的。

階級的凝視不只出現在諮商的過程，也在法庭的場景出現。男性家

暴相對人最常抱怨法官在審理他們的案子時大多只問兩個問題：「有沒

有在工作？有沒有喝酒？」，似乎從這兩個問題，便能決定他們會不會

家暴，就像是女輔導員理所當然將阿國骯髒的外表與家暴傾向連在一

起。雖然法官看似輕率的判決有其考量，但也因過程匆促，使得專業人

士常需依賴「特定」指標，鑑定男人是否會家暴。舉例來說，法務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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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刊物建議家暴防治官，應特別注意加害人是否具有「酗酒問題」，

或因「失業或經濟上的危機，而處於高度壓力狀態下」（黃翠紋 2005: 

209）；學者根據內政部「家庭暴力相對人裁定前鑑定手冊」分析家暴

判定指出，「無業或勞工階級者」與「在暴力行為時曾經有使用酒精或

藥物」，乃是家暴男性的基本特徵之一（陳筱萍等 2004）；社工領域專

家則建議相關從業人員，協助受暴越配時，應注意加害者「多屬於中低

階級男性」，「本身有不良的生活習性（例如好喝酒、喜歡賭博、喜好

模仿A片的性行為），工作欠穩定，家庭經濟條件較差，故存在著較多

發生家暴危險的機率」（鄭瑞隆 2005: 155）。 

然而，專業人士鑑定或處理家暴的過程，常鑲嵌著階級、性別與

種族／族群的偏見（王曉丹 2009；唐文慧、王宏仁 2011; Sokoloff and 

Pratt 2005）。舉例來說，美國貧窮非白人女性最可能遭遇暴力犯罪的迫

害，但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Kraska and Kappeler 1995）；弔詭的

是，（相較於白人中產階級女性）她們更常遭受到公權力騷擾與不公對

待（Fine, Freudenberg, Payne, Perkins, Smith and Wanzer, Katya 2003）；

在台受暴越配，如果不符合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對受暴婦女的想像，申請

保護令的過程，便容易遭到刁難，被認為該為自己的處境負責，甚至也

被看成為不值得保護的案主（唐文慧、王宏仁 2011: 179-180）。同樣

的，美國黑人男性常被視為是暴力犯罪的象徵與社會問題的來源（Bass 

2001），然而執法者不但漠視司法體系中的種族偏見，也常用刻板印

象，解釋犯罪成因（Miller 2008）；在臺灣的脈絡下，我們可以看到家

暴男性的鑑定過程，如何被打上（工人）階級的符碼，看似「中立」的

鑑定過程，卻充斥著「中產階級意識型態」對「他者」的偏見，認為工

人階級文化與特質，乃是家暴發生的潛在主因。透過階級的凝視，專業

人士看待家暴男性的方式，遠遠不同於這群男人對自己的認知；透過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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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凝視，似乎也只有粗魯、酗酒與失業的男人才會家暴。因此，在家

暴男性的鑑定過程，專業人士如何「準確」地區分出「他是誰」（屬於

什麼樣類型的人），似乎遠比「他做了什麼」（有沒有家暴）更顯重

要。

階級對「他者」的凝視，透過專業人士的導引，也在小團體討論時

增強了這樣的階級區分與想像。例如，在一次團體討論時，女輔導員對

有喝（米）酒習慣的阿樹（未婚，42歲，待業中，領有殘障津貼）說：

「你有沒有覺得你自己走路都怪怪的⋯⋯或許你自己主觀認知不覺得，

但⋯⋯可以由別人對你的觀察，來客觀的認識自己⋯⋯」，她接著邀請

大家給阿樹建議，大家也紛紛發言。

阿信：米酒便宜嘛，想喝醉但買不起酒的人，都會喝米酒，

這種人大腦已經受損了⋯⋯都長期躺在床上，腳都沒有甚麼

肉⋯⋯半夜想上廁所，但因喝太醉，或是腳無力，很容易就尿

失禁、尿在床上⋯⋯。

阿良：米酒以前都是番仔在喝的⋯⋯現在很少人在喝米

酒⋯⋯。

阿新：喝酒不好，所以我很少喝（酒），但要喝就喝OX，最

少也是人頭馬⋯⋯。

女輔導員對於身體的動作，例如「走路」，也拿出來成為討論的對

象，在討論的過程中進行階級的位階排序，走路「怪怪的」就是不正

常，而且是透過社會／別人的觀察來指認出不符合標準的動作。但有趣

的是，阿信（離婚，43歲，輻射檢驗師）本身除了上家暴諮商團體課程

之外，也有上戒酒課程，但自認與阿樹不同之處在於：「雖然我也愛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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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卻不喝米酒，因為喝米酒會讓人看不起」，意指：喝酒本身不是問

題，有問題的是喝「不好」的酒；對酒類錯誤的選擇，似乎也解釋了阿

樹「有問題」的行徑。

弔詭的是，當大家熱烈討論阿樹酗酒問題時，卻沒有人提到阿樹那

天上課前剛買了一本《朗文英語字典》，也是在場唯一擁有大學文憑的

成員。換言之，階級的污名是如此強大，不但可以漠視阿樹的文化資本

與教育程度，更因錯誤的文化品味，將他不穩的步伐，解釋成「肌肉萎

縮」與「大腦受損」，說明他怪異行徑與酗酒之間的關係。

以上的例子中看到，不僅是中產專業人士對於他者的評價（輔導員

對於穿著骯髒的阿國評價、對於阿樹走路姿勢的評價），也在男性之間

不斷進行相互凝視（即使是大學畢業的阿樹，也因為喝米酒而被判定是

低下階級）。家暴男性被打入工人階級，社會普遍對他者的污名想像

（「骯髒」、「酗酒」），也變成「顯而易見」的特徵，並用來進一步

合理化對他者的不公規訓。透過階級的凝視，似乎只有特定的觀點才能

算是有價值的觀點，也只有特定人說的話才算得上是有份量的話；因此

相對於家暴男性的經驗，中產階級意識型態對他者的不公想像，似乎更

加「真實」。

五、「良好」的情緒管理：實踐中產階級價值

階級的凝視，除了可以「輕易」界定出他者的形象，同時也反映出

宰制階級的價值。接下來的分析，我們將從專業人士眼中的家暴男性為

「心智不健全、易怒的男人」，說明「情緒管理」與中產階級之間的關

係。

在一次課堂討論，學員好奇，有十幾年婚姻諮商經驗的女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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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為的家暴男性與一般參與婚姻諮商男性有何差異。女輔導員認為，

雖然一般夫妻也都會吵架，但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情緒管理以及自省的

能力：

女輔導員：（一般參與婚姻諮商的男性）可能箭頭最後還是會

指著自己，⋯⋯試著控制自己的情緒，避免衝突的發生。在我

們這個小團體裡，比較多的時間，是在發洩心裡憤憤不平的情

緒，情緒比較激動，而箭頭也都比較常是指著別人⋯⋯（為

了有效避免家暴）你們應該學習不是透過「外控」（控制別

人），而是從「內控」（自我情緒管理）來解決問題⋯⋯。

因此，如何學會「情緒管理」則是家暴成長諮商團體最重要的課程

內容之一，而依照輔導員的看法，能否成功做到情緒管理，則完全取決

於個人的能力與選擇：

女輔導員：⋯⋯很多時候⋯⋯你們是情緒在前面引導著你⋯⋯

為什麼很多人都跟你們有同樣的情形……可是只有你們才來到

這裡，那些跟你們有類似問題的人都走到哪裡去？⋯⋯來這裡

最大的目的就是藉著別人的提醒來察覺自己走偏了，調整情

緒，認識自己，改變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要能成功的管理憤

怒的情緒，就必須打從心理認同情緒管理的重要，不該覺得那

只是一種強加在你身上的價值，而是你看待你自己，或希望別

人看待你的一種價值⋯⋯。

男輔導員：⋯⋯你們要常常提醒自己是你控制你憤怒的情緒，

而不是讓憤怒控制你⋯⋯要評量什麼是可以控制，什麼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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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控制⋯⋯而不可以控制時，就需要「轉念」、或使用「暫離

法」讓自己抽離當下憤怒的情緒⋯⋯同時要相信自己可以做

到⋯⋯當你選擇如何回應你的情緒，同時也選擇了別人看待你

的方式。

授課過程中，輔導員透過介紹「現實治療法」（Glasser 1998），

解釋「理性選擇」可以改變個人的行徑。為了提供學員更清楚的圖像，

女輔導員常在黑板上畫一輛車，其中兩個前輪分別代表「認知」與「行

為」，而兩個後輪則是「生理」與「情緒」，車子前面則有兩條可選擇

的道路，一條是「不再犯（家暴）的光明太陽之路」，另一條是通往

「烏雲再犯的報復之路」，意在告訴學員，「如果你願意，你的理智可

以掌控你的情緒，就像方向盤可以決定車子前往的途徑，至於會不會再

犯家暴，也完全操之在你手裡⋯⋯。」

似乎輔導員認為，只要是心智「健康」的人，都應該能做到情緒

管理；家暴之所以會發生，似乎也說明家暴男性「偏差」的人格特質

與不健全的心智。此看法，除了反映在相關專業從業人員的訓練課程

內容，強調家暴男性病態或具人格問題的特質（王美懿、林東龍、王

增勇 2010），也反映在現有對家暴男性的分析，將家暴男性視為是

「心理病理較為嚴重」（林明傑 2009: 309），具有「精神病態人格」 

（“psychopathic”, Dutton 1995: 121-160），以及「不穩定人格特質」

（黃翠紋 2005: 209）；常感到躁鬱、緊張易怒、情緒不穩定、且具有攻

擊（蔡宗晃、鄭瑞隆、吳岳秀 2005; Mauricio, Tein, and Lopez 2007 ）；

無法有效掌控情緒，並反映出相當程度的「人格障礙」（“personality 

disorders,” Holtzworth-Munroe and Stuart 1994: 681）。專業人士對家暴男

性「病理化」的診斷，學員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老師們最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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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覺得我們心理有問題，老是想要治療我們⋯⋯我們一說話時，

便指著我們鼻子罵說我們說話的語氣還帶有著恨⋯⋯」（小張，離婚，

27歲，經商），「反正她（社工員）就是用異樣眼光看你，讓你覺得你

有問題」（阿強，已婚，34歲，經營當鋪）。

「情緒管理」，不管是強調自我控制，或者是有效與人溝通，乃是

中產階級所認可的價值，而非「人格特質」的展現（劉人鵬、丁乃非 

1998; Illouz 1997: 37-45; Lubin 1997）。Illouz（1997: 38-54）分析美國

二戰後的管理學，如何從心理諮商提倡的價值來界定中階管理人所需的

人格特質，並將情緒管理能力好壞，當成鑑定的標準。換言之，有效的

情緒掌控，不只說明個人行事專業、能夠就事論事，也反映出健全的心

智與道德觀（moral fitness）；再者，可以成功管理自我（情緒），也意

謂已具備管理（道德感薄弱）他人的先決條件，進而成為職場中受人尊

敬的男人。但心理諮商不只是中產階級用來建構理想自我的手段 ，它

也利用自身所熟悉的語言，提倡高人一等的（階級）價值（Pfister 1997: 

23）。透過心理諮商的衡量標準，中產階級便容易成為情緒管理的模範

生，不但具備良好的自制力，也能成功抗拒社會的不良誘因（Blackman 

1996）；反觀工人階級因（被中產階級認為）心理層次貧乏，自然也就

無法擁有情緒管理的特質，除了像小孩一般衝動、「易受（外界）影

響」，鄙俗的文化也需要再教育 （Blackman 2007: 586, 589）。值得注

意的是，這樣的論述也出現在專業人士處理工人階級家暴男性的過程，

認為其「行為模式多認同中下階層文化，家人互動方式較不講究良好正

向的溝通技巧」，也因為「中下階級民眾自成一套思考價值與家庭中人

際關係之模式，有時候真是中產階級的工作人員及依照現行法律執行公

權力公務人員很難去想像的」，更成為專業人士處理家暴的主要困境之

一（鄭瑞隆 2005: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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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人階級「低下」的文化實踐，卻是中產階級價值得以存在

的條件；唯有透過他者粗魯過露的情緒表現，才能襯托自身優雅、自制

的情緒展演（Pfister 1997）。階級的疆界如果要能清楚被看見，良好的

情緒管理則提供直接的觀察條件 （Kasson 1990）。Skeggs（2009: 74）

進一步解釋：看見中產階級（理想）的人格特質，並不等於說明工人階

級人格的必然缺陷；但透過階級的不公凝視，工人階級的文化習性，卻

被用來解釋他們情緒管理失敗的原因，「鄙俗的」情緒場域，造就了工

人階級薄弱的道德感。再者，能在遭遇困難時，不慌張失措、不輕易動

怒，可以從容不迫的處理問題，被看成是屬於擁有許多成功經驗人士的

特質，但是如此「優雅」特質的背後，其實是需要有資本支持的（Sayer 

2005）。當我們透過情緒管理的能力來決定人格特質的好／壞時，我們

就將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所造成的差異，歸究到是個人的個性、能力缺失

（例如輔導員一直強調的，要參與輔導課程的成員，必須理性控制自己

的憤怒情緒），漠視其背後所經歷的結構困境（忽視了勞工階級遭受的

經濟困窘壓力），也忽略了需要更進一步挑戰「情緒管理」乃是中產階

級價值的委婉代名詞。

接下來，我們將從家暴男性彼此之間的凝視，繼續探討中產階級價

值與「情緒管理」之間的關係，並說明階級的價值，如何被用來再製男

性內部的階序關係。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正確」實踐背後，其實

只是屬於特定階級的「文化偏好」；家暴男性藉由遵守階級的遊戲規

則，以及「良好」的情緒展演，在諮商過程中達到宰制的位階，同時也

「邊緣化」無法做到此實踐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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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對於誰，你會成為不／受尊敬的男人

家暴男性彼此之間的衝突與相互競爭，是我們在觀察諮商過程中最

常看到的互動之一。我們將在下面的分析，探討3位積極參與課堂討論

的成員，以及他們彼此的互動。下列分析從兩個面向談起。首先，透過

分析男人之間的差異、衝突與相互競爭，看見中產階級的價值如何製造

且再製性別內部的階序關係。再者，透過分析中產階級男性，如何一旦

被冠上家暴的罪名，便被視為跟工人階級一樣（無知）的過程，以此來

說明「階級化的位置」，並非一成不變的位階，而是在不同社會關係下

的游移，以此說明，中產階級的價值決定了「對誰而言，什麼樣的男

人，在何種特定社會情境下，會（不）受人尊敬？」

（一）階級化的「他」者：既沒經濟，又缺文化資本的阿春

阿春（離婚，45歲，待業中）已參加小團體二年多，身為老學長的

他，很喜歡跟大家分享他的經驗，每當輔導員介紹艱澀的法律知識，阿

春都以自己的經驗再解釋一遍。他最喜歡的口頭禪是：「我們都是天涯

淪落人，老師，他們的心情我很了解啦，他們聽懂我在說甚麼⋯⋯，言

下之意似乎是，他的解釋比較能夠獲得其他學員認同，因為他了解他們

的處境，阿春有一次也跟輔導員半開玩笑地說「老師，你們要請我來當

小老師啦⋯⋯。」

然而在其他的學員眼裡，似乎不是這麼一回事。阿春在結束課程的

前兩週，一如往常站起來發表意見，不斷說著自己的「英雄」事蹟，說

自己曾風光過，又說自己認識某民代或議員，要請他去幫忙選舉，告

訴大家他也認識林教授（從他口中得知是臺灣家暴防治法的推行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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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並拿出以前××大學碩士班研究生為了做研究採訪他時所留下的

名片，以證明自己說話的「公信力」。

阿春滔滔不絕一段時間後，小張出聲說：「大哥，以我這幾次的觀

察，我覺得你個性有點偏激⋯⋯我也失敗過，但我心情不好時，都會去

找本書來看⋯⋯就像是對我影響最多的厚黑學⋯⋯。」阿春馬上接口

說：「厚黑學我有看啊，我還看三本，當初我在（牢）裡面，時間很

多，我就一直在看書⋯⋯。」他們的對話，最後因阿春要提前離開而結

束。這不是阿春第一次提早先走，先前一次團體討論時，阿春因為輔導

員受限於時間而不回答他所提的問題，覺得自己被忽視，憤而離開小團

體，生氣之下連外套都忘記拿。

阿春在課堂上的發言與表現，常讓其他學員覺得「講話很衝、很激

動、情緒很不穩定」。阿春雖希望自己的心聲被聽見，但因表達方式

「不正確」，因此無法被嚴肅看待。這樣的差別待遇，在與較懂得做到

有效溝通的學員（阿忠與小張）相比之下，更是明顯。 

（二）「 展演」中產階級的特質：有經濟，但缺文化資本
的小張

雖然並非每個人都可以擁有中產階級的文化資本，但是透過學習，

還是有機會展演令人尊敬的階級特質，團體成員小張便是很好的例子之

一。小張與阿忠皆是團體中的靈魂人物，但相較於「學院派」的阿忠，

只有高中畢業的小張，從小便耳濡目染生意人的父親如何與人溝通應

對，自國中起就幫忙家裡作生意。豐富的社會經驗與不斷累積的人脈，

讓他現在與建設公司老闆一起成功經營櫻花樹（苗）的買賣生意。

小張的幽默感，以及善於表達的能力，讓他深受團體成員的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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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當我們正好奇櫻花在這麼熱的臺灣如何生長，小張用他一貫淺顯易

懂的語言跟我們解釋：「你兒子現在五歲，那現在就帶他去北極，他絕

對可以生存的，那你三十歲或五十歲帶他去北極，那他馬上死掉。」接

著，小張用生動的比喻解釋為何櫻花樹的買賣會是高利潤的投資：

有一位很窮的畫家⋯⋯跑去問一位很知名的畫家⋯⋯為什麼

他可以賺這麼多錢⋯⋯然後有錢的畫家就問他說：「你這幅

畫畫多久完成的？」，「一天」，「那你賣多久？」，「一

個月」，有錢的畫家於是建議說：「那你把它倒過來就好

了⋯⋯」。我們一棵苗進500元，長大後我賣給政府三顆樹10

萬⋯⋯種久一點價格就越高⋯⋯如果這個產業通過的話，那明

年這個時候愛河到處都可以看到櫻花樹⋯⋯要看櫻花季不用到

日本，臺灣就看得到了⋯⋯。

正因小張善於溝通的能力，讓他課堂上的發言，輕易就可以吸引大

家的注意力，他的幽默感，也如同其他成員所言：「這個團體有時候都

太壓抑，還好有小張，讓整個氣氛不會太死氣沉沉。」

除此之外，小張說話也喜歡引經據典，譬如先前與阿春有關厚黑學

的對話，或者是當女輔導員評論個人外表與家暴傾向的關聯，小張也

直接在課堂上反對：「人不是靠外表講話，老師，你有沒有讀過韓非

子⋯⋯他說說話要誠心，⋯⋯不要總覺得你聊一下天，就知道我們是怎

樣的人。」從此可知，即便小張沒有讓人欽羨的教育背景，但他還是知

道該特定的表達方式，可以增加自己說話的公信力，讓自己的話聽起來

更有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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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既有經濟，又有文化資本的
阿忠

阿忠（分居中，49歲，外商公司主管）與其他成員的確很「不一

樣」。首先，相對於阿國或阿春，阿忠是輔導員眼中對自己外表「負

責」的人。每次上課，阿忠總是衣著乾淨整齊，Polo衫搭配休閒長褲。

除此之外，阿忠曾在美國拿到碩士，從小家庭環境相當不錯，如同他建

議：「在我們那個年代，要能到美國念個碩士，除了自己要很認真外，

家裡一定也要能支持⋯⋯。

阿忠第一次參加團體時，便讓我們印象深刻，因為他一開口便馬上

提到自己曾犯下偽證：「她[妻子]到我爸媽住的地方來鬧，為了要保護

我自己的爸媽⋯⋯我報警，在警察來之前，我先把自己抓傷，之後花了

九百多塊驗傷，最後申請到保護令⋯⋯」，接著鉅細靡遺地解釋，自己

身上背了三個案子都與家暴有關。不像其他團體成員，在第一次上課時

總是含糊帶過，阿忠自信地清楚交代自己的過去，其中也夾雜著他事業

上的成功事蹟，以及妻子的家暴指控如何影響了他的事業，甚至讓他差

點失去工作。

阿忠不太擔心被誤認為沒有用的男人，他成功的過去也弭平這類的

疑慮。他很清楚這種自信與特質：「別人對我的印象是⋯⋯我有當主管

的那種特質，就是要很認真，或者是要有自律性的那種特質⋯⋯其實

我當主管那麼多年，甚至在菲律賓，我都不用打卡，原則上，我不需

要⋯⋯。」

阿忠每次都很有技巧地陳述自己的意見。譬如，不像阿春每每情緒

激動抱怨家暴法是「惡法」，阿忠在批評家暴法的不公時，懂得不偏頗

地提供例子說明，輔導員就評論說：「因為阿忠受過的教育與學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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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讓他在說話時，可以很有條理的把事情說清楚，也會比較公正、讓

人接受他的意見，做到有效的溝通⋯⋯。」再者，當阿忠發言占去過多

時間，或情緒過於激動時，他也會以通情達理的口吻說：「抱歉我又講

太多了」或自省的說「我這邊說話太過激動了，真是抱歉」，也因此

「合理」讓大家繼續聽他說下去。相較於阿忠能獲得他人認同的溝通方

式，阿春被看成就是一個愛嘮叨抱怨的人。 

團體成員私底下也很喜歡阿忠，譬如阿強覺得：「那位大哥（阿

忠）說話比較中肯，不太偏激，不像另外一個（阿春）每次不管說什

麼，說了一大堆都只會回到他自己身上⋯⋯。」阿忠對阿春老是自怨自

艾的態度也感到不以為然，因此當女輔導員要大家對阿春突然離席的課

堂表現做出反思，阿忠便發言主張「如果我要說話，我一定會期待自己

說些對大家都有幫助的話，讓大家都有些正面的收獲⋯⋯」。同時，我

們也觀察到阿忠跟阿春在課堂上的不同待遇：阿春常受到其他成員挑

戰，但我們卻不曾看過有人質疑阿忠的立場，輔導員也不曾打斷阿忠的

談話，而且相較於阿春「自認為」可以勝任課堂小老師，卻沒有人要聽

他說話，阿忠已經得到輔導員及其他學員的默許，在課堂上當起了小老

師。所以每次當有人情緒激動，或是占用太多時間，阿忠就會說：「好

啦！換別人講了啦！」「小老弟，別講太久，老師還要上課！」。因為

熟悉中產階級的遊戲規則，阿忠在小團體裡的發言「如魚得水」，不僅

受到輔導員肯定，也獲得大家認同。

（四）在相對社會關係中的階級展演與競逐

然而，小張與阿忠讓人欣羨的階級展演，有其場域上的限制。舉例

來說，相較於阿忠，「學術知識」並非小張熟悉的場域，因此在資本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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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便沒有阿忠如魚得水般地自然，有時更可能因露出馬腳而受到挑

戰。譬如當他企圖在課堂上引用韓非子時，他也問其他學員：「韓非子

你們知道吧⋯⋯孔子的學生，那本書我看了一年多⋯⋯」，這時阿忠馬

上質疑：「韓非子是孔子的學生嗎?」又，當小張用畫家的比喻解釋櫻

花樹的生意時，同時也問我們：「⋯⋯你們知道那個叫『泛德』的畫

家， 來自產很多鬱金香的國家」，其實他是指梵谷。換言之，小張雖想

藉由挪用文化資本，讓自己說話更有份量，但在挪用的過程，即便知道

階級的遊戲規則，卻因對場域的不熟悉，仍會不經意犯規，因此可能落

入「裝腔作勢」的窘境（Skeggs 1997）。

中產階級的阿忠，文化資本的挪用過程，一樣有場域上的限制。譬

如，當阿忠試著向檢察官解釋，不是他故意違反遠離令，而是他必須到

妻子住處接小孩和繳交大樓管理費時，檢察官並不採納他的說法，反而

諷刺地問：「你書念那麼多，連字都不會看嗎？」。這裡值得注意的

是，專業人士的反應，不單只是對家暴男性的輕蔑，同時也可以看見專

業人士對家暴男性的刻板階級想像，不但能輕易漠視個人的文化資本與

教育程度，也因更因家暴的發生，質疑阿忠中產階級的正當性。中產階

級的特質，雖讓阿忠在小團體裡如魚得水，贏得大家尊敬，但同樣的階

級特質，卻在法庭上成為讓人詬病的把柄。阿忠也意識到家暴對自己的

影響，即便他擁有不錯的事業與學歷，但只要被冠上家暴，就像隻被去

勢的公雞，淪為別人眼中的笑柄：「有時候真的覺得家暴的鑑定很不公

平，我曾也想過要找媒體發聲，讓大家知道我們的困境，但有誰會相

信？一般人只會覺得動手就是不對，更何況我也算是半個知識分子，人

家只會覺得很諷刺，就好像禁菸牌上寫著 『癮君子，請自重』，但如

果真的有菸癮，誰會相信你是一個君子，要不然怎麼連一個想吸菸的念

頭都控制不住？！⋯⋯」換言之，阿忠深知這社會對家暴男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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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過教育的男人，更不該動手解決問題，因為只有沒文化的工人才有

「危險人格」（risky personality），讓自己失去理性及自我（情緒）管

理的能力，成為「危害他人的階級」（Blackman 1996: 363-364），這裡

我們看到，阿忠的家暴行徑，讓他中產階級的特質顯得格外諷刺。從阿

忠在小團體裡備受尊崇的地位，到成為他人嘲諷的對象，我們看到中產

階級男人一旦被貼上家暴標簽，其階級「正當性」，就算沒完全失格，

也會立刻遭到質疑或挑戰，甚至被認為像（不識字的）工人階級，或

「偽」君子一般。因此，透過階級的「排外／排壞」條款，中產階級男

人不會家暴，如果男人會家暴，那他一定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在

否認阿忠階級屬性的同時，中產階級也繼續保有了自身的「純淨」。

本節討論並非試圖將家暴男性諮商團體內部的互動，與性別內部權

力的一般性運作畫上等號，而是強調家暴男性在諮商經驗中所遭受到的

階級偏見，如何再製於家暴男性彼此的互動之間。同樣重要的是，在分

析家暴男性的經驗時，階級的權力運作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充滿衝突、

矛盾與相互競爭的過程（阿春、小張與阿忠之間的競爭、阿忠與法官之

間的衝突競爭）。藉由探討中產階級男性如何因為家暴的罪名，而輕易

地被認為是像工人階級一樣無知的過程（阿忠的家暴，被法官輕易認定

是工人階級的無知行為），我們也看見家暴男性背後所背負的階級偏

見，讓家暴成為特定階級的性別化實踐。換言之，透過階級的凝視，一

般人會輕易漠視家暴男性差異的社經地位，也將家暴歸咎於工人階級的

無知，透過否認中產階級家暴男性的可能性，中產階級可以繼續保有自

身的優勢與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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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抵抗／複製污名：階級「反」凝視的可能與
限制

階級文化，充斥著不斷的爭戰與對抗。雖然深受結構條件限制，被

支配者仍不斷嘗試利用有限的資源，彌補被邊緣化的位階，並企圖與主

流價值作出協商。因此在面對階級凝視的不公指控時，家暴男性並非全

然接受，也會主動抵抗（甚至挑戰）專業人士對他們的污名指責。譬

如，評論阿國「骯髒」的外表與家暴之間的關連時，其他團體成員並不

贊同輔導員所謂「人說的話就像是他穿的衣服一樣」，甚至覺得這樣的

評論只是突顯中產階級矯情飾貌的特質：

阿忠：阿國，下次去工地要記得穿西裝，這樣才不會被報家

暴⋯⋯。

阿義：⋯⋯大家要多念唐詩三百首，學習罵人不帶髒字，就不

會被告家暴⋯⋯。

阿順：我們雖然說沒念什麼書，但社會大學的文憑也唸過好

幾個，跟你說社會上有很多讀書人都是嘴念經，手摸ㄌ一ㄥ

（奶），咖打（腳踏）查某間，道貌岸然的表面下，都嘛是說

一套做一套，這種人，才是真的讓人瞧不起……。

換言之，這些家暴男性，並非對階級的偏見毫無感應或全然接受，

尤其中產階級「偽君子」的作風，以及趾高氣昂的態度，也會讓他們感

到不屑。

雖然並非所有的研究對象，都擁有阿忠中產階級的文化資本，但他

們在「社會大學」所修得的學分，以及豐富的人生經驗，亦可成為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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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用來反擊對他們的不公指控。譬如，當男輔導員在講解家暴如

何對孩子產生的不良影響，阿義（已婚，58歲，經營檳榔攤）不但不認

同，甚至直接挑戰這樣的說法：

老師⋯⋯不要說我們來這邊上課，就說我們家庭一定不正

常，⋯⋯你的問題都太有學問、太專制，老是要我們照你的意

思回答⋯⋯老師你就是沒結婚，沒什麼社會經驗才會不知道我

們在講什麼，老說我們逃避問題，卻不知道你自己老是問些不

切實際的問題⋯⋯。

像這樣的課堂衝突，男輔導員也可以清楚的感受到：

上課時，他們（學員）常讓我覺得，即便你有專業，但就是因

為不了解他們⋯⋯根本不清楚他們的狀況，你這樣子教的東

西，都是在那邊天馬行空，或者是在雲端上面的，不是在平地

上的生活⋯⋯。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輔導員的專業知識，如何被阿義貶低為不切實

際的建議，甚至進一步暗示，男輔導員因為缺乏社會歷練，所以像小孩

一般，不懂這群「大人」在說什麼。

話雖如此，家暴男性對污名的抵抗，能否進一步挑戰中產階級的價

值，仍有疑問。換言之，家暴男性試圖抵抗污名化的過程，可能也會讓

他們再次受到規訓與懲罰。這也就是為何在成長團體課堂上，每當新進

學員慷慨激揚地辯稱自己是無辜的，抱怨家暴法的種種不公平之處，「老

學長」便會告誡他們，要先冷靜下來，以及學會情緒管理的重要性：



男性家暴者的諮商經驗：階級差異如何再製　261

阿義：你不要覺得你對就說話大聲，有什麼說什麼，在他（法

官）面前不要跟他爭或解釋太多，情緒不能太激動、講話要修

飾，要裝可憐，要不然他們真的就會覺得你有暴力傾向，就像

以前那個⋯⋯本來只判12週，一爭就變24週。

家暴男性的憤怒所帶來的後果，就像Willis（1977） 研究下的工人

階級小孩，為了與中產階級價值對抗，不願意做老師眼中的乖乖牌，成

為順從聽話的學生，因此喪失擁有學識資歷的機會，失去改善工人階級

處境的可能，最後只能落得在工廠工作。因此，即便家暴男性並不認同

中產階級「偽君子」的作風，對自身不公的指責，也感到憤憤不平、甚

至提出抗議，但是，憤怒的情緒也違反階級的遊戲規則，更可能因此

「作繭自縛」，給中產階級意識型態與家暴法一個「再教育」這群不懂

得控制自己脾氣男人的大好機會與藉口。

八、結論

現有家暴男性研究，多從性別政治出發，強調性別之間的對立，忽

略性別內部的階序關係，以及家暴男性的異質性。本文主要的目的之

一，便是挑戰單一、刻板的家暴男性形象。本文發現，在諮商過程中，

具備中產階級特質的成員，如何受人尊敬（如留美碩士的阿忠），而擁

有較少資源的男人，又如何在諮商的過程中成為讓人輕忽的他者，並被

污名化為不受尊敬的男性（如穿著建築工人服裝來輔導課的阿國）。藉

由分析男人之間的差異，以及宰制與受宰制關係，我們挑戰本質化的家

暴性別論述。

文中從兩個層面說明：首先，透過家暴男性（小張）挪用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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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本的過程，我們用以解釋家暴男性成員如何與工人階級的家暴男

性刻板印象做出協商；但也因對文化場域的不熟悉，使得挪用的過程有

其侷限；再者，我們分析中產階級特質，如何替家暴男性（阿忠）贏得

中受人尊敬的地位；但同樣的階級特質，卻因場域的轉移，成為讓人詬

病的原因。換言之，中產階級特質對家暴男性既是「資產」（聲望）也

是「負債」（污名），他們從「受人尊敬的男人」到變成「讓人輕忽的

他者」，我們清楚看見，中產階級的性別價值，在比較過程中，成為衡

量的準則，並決定了「相對誰而言，什麼樣的男人，在何種特定社會情

境下，（不）會受人尊敬。

相對於學者從「差異」來找出宰制／受宰制的交織權力結構，或

透過「衝突／矛盾」的主體經驗，挑戰僵化的社會範疇，本文利用

Bourdieusian女性主義來同時探討此二面向。換言之，藉由分析階級價

值，如何再製性別內部的階序關係，我們可以找出階級差異的建構機

制，如何透過對他者的污名想像，以及特定價值的推崇，區分彼此的不

同，維持自身階級的優勢，並合理化對他者的不公規訓。於此同時，透

過階級化的相對比較的過程，我們進一步看到流動的權力圖像，說明家

暴男性如何游移於聲望與污名之間，並從家暴男性所經歷的衝突與矛盾

位階，說明階級權力的運作。

在實務上的意涵，我們必須強調，本文並非論證家暴男性是「無

辜」的「加害人」，也非全然否定相關從業人士的立場與付出。本文主

張，不管是專家意見，或者是看似不帶階級偏見的家暴男性鑑定過程，

其實可能存在不公的階級審視與性別偏見，對家暴男性做出單一、刻板

的想像。如文中所說，為了迅速、「正確」對家暴男性做出危險評估，

以便有效落實保護受害者的，相關人士在鑑定的過程，常依賴特定的

（階級）指標，導致病理化家暴男性，將結構困境解釋為個人心智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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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缺失，並將家暴行徑打上工人階級的烙印。因此，相較於現階段政

府培訓處理家暴相關人士課程，強調「加害人」的病態人格（內政部 

2007），我們建議在相關課程設計，應從社會學的角度，提醒專業人士

與案主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並了解對家暴男性特徵的界定與家暴動

機詮釋，乃是特定知識論述下的產物。如果沒有清楚意識到這一點，那

麼相關從業人員，就很容成為再製「支配關係」的一環，成為參與規訓

社會邊緣人士的代理人（Campbell and Gregor 2004: 23）。

再者，相較於學者主張階級文化差異，乃是社工員處理家暴時面臨

的主要困境，並把階級差異解釋為工人階級家暴的主要成因（鄭瑞隆 

2005），我們建議：當專業人士面對不熟悉的文化價值時，不要急於評

論，而是應從對家暴男性的既有想像，看見自我的預設立場、不自覺的

文化偏見，並從中反思自身所信奉的價值。透過這樣的過程，階級文化

的差異應不會被視為是社工處理家暴時的絆腳石，而是相關從業人員與

案主對話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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